
先秦的民族结构
、

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

— 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 正 明

一部先秦史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就是中国上古的民族形成史
。

说得更加明确一点
,

则是

夷夏形成史
。

夷就是蛮
、

夷
、

戎
、

狄
,

夏就是华夏
。

古代的民族当然不能与近代的民族等量齐观
,

说它们

是民族
,

无非因为以民族学的眼光去看
,

它们是互有区别的共同体
。

夷和夏都是在特定的历

史阶段形成的
。

中国各民族的先民
,

在远古的蒙昧时代里
,

既不叫蛮
、

夷
、

戎
、

狄
,

也不叫

华夏
。

据神话和传说
,

他们叫九黎
、

三苗
、

炎帝氏
、

黄帝氏等等
,

都生息在中原或者靠近中

原的地方
。

还有离中原较远的
,

则因山河阻隔
,

其名不闻于 中原
,

其事不见于载籍
,

只有考

古学
、

语言学和民族学能够寻踪辨迹
,

发现他们的文化与中原的文化也有千里姻缘
。

先秦的民族思想
,

已具备了后世两千余年的民族思想的基本内容
。

它是中国的形成和发

展的反映
,

又对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

楚人在先秦的民族结构中处于特殊的地位
。

他们对于华夏和蛮夷戎狄的发展
,

对于中国

的缔造
,

以及对于先秦的民族思想朝着健康的方向演进
,

都曾作出重要贡献
。

因此
,

本文将

给子必要的关注
。

一
、

夷夏之称始于西周
,

夷夏之辨严于春秋

商代
,

异族占据的边地被称为
“
方

” 。

族称后面添上一个
“

方
”

字
,

就成为部号了
。

在

甲骨文中
,

方以百计
。

那时
,

人们对民族的认识还只有这样一个一个概念
,

还不能得到划区

分类的范畴
。

在殷墟的甲骨文中
,

有作为族称的
“
夷

” 和 “ 戎 ” ,

它们先于华夏而出现在中

国的历史舞台上
。

至于有没有作为族称的
“
蛮

”
字和

“
狄

”
字

,

则尚难判明
。

西周对边地的异族通常径用其族称
,

如 《尚书
·

牧誓》 中说到有
“
庸

、

蜀
、

羌
、

髦
、

微
、

卢
、

彭
、

蹼人
” 。

有时仍称方
,

如 《小盂鼎铭文》 记录 了 “ 王口盂目口口伐鬼方
” 。

然

而
,

西周终究比商代进了一步
,

蛮
、

夷
、

戎
、

狄和华夏这些族称都出齐了
。

《 尚书》 各篇的著作年代虽早晚不同
,

但就全书而言
,

毕竟是所有古书中最
“
尚

” 即最

古的一部
。

它所讲到的族称
,

大致可以作为西周的族称看待
。

在 《尚书》 中
, “ 蛮 ” 字有 5

个
,

都用作族称
; “

夷
”
字有 29 个

,

其中作族称用的 23 个 ; “ 戎 ” 字有 12 个
,

其中作族称用

的 3 个
; “ 狄 ” 字有 2 个

,

其中 1 个是族称
。 “ 蛮夷

”
连称仅两见

,

都出于著作年代可能较

晚的 《舜典 》
。

至于
“
戎狄 ” 连称和

“
夷狄

” 连称
,

则尚无此例
。

有
“ 四夷

” ,

共三见
,

似

指四方之夷而言
,

未必有夷分四类之意
。 “ 华夏

” 只一见
,

义同
“ 华夏 ” 的 “ 夏 ” 字也只一

见
。 “ 方夏 ”

与
“ 区夏

”
同义

,

各一见
。 “ 东夏 ” 所指的是周朝的东境

,

也一见
。 “

中国
”



和
“

中邦
”
各一见

,

都没有与蛮
、

夷
、

戎
、

狄对举
。

总之
,

在 《 尚书》 反映的时代里
,

夷夏

之称已经齐备
,

可是在夷夏关系上还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

夷夏之辫还不严
。

西周后期
,

戎狄的势力强盛起来
,

犬戎人镐京
,

周都迁洛邑
,

是周代民族关系的一大变

局
。

春秋时
,

蛮
、

夷
、

戎
、

狄呈 “
交侵

”

之势
,

尊王攘夷成为霸业的主要准则
,

夷夏之辨才

变严 T
。

在 《 左传》 中
, “

华
, ,

和 “
夏

, ,

单称
, “ 华夏

, ,

连称
, “ 诸华

, ,

和 “ 诸夏
”
之称

,

义 同
“
华夏

”
的 “

中国
” 和 “ 上国

”
之称

, “
蛮夷

” 连称
, “ 戎狄

”
连称

, “ 夷狄
”
连称

,

“ 蛮夷戎狄
”
连称

,

以及 “ 夷 ” 与 “
夏

” 对举
, “ 戎

”
与 “ 华 ” 对举

,

等等
,

屡见不鲜
。

在

《国语》中
,

也有
“ 蛮夷戎狄

”
连称

。

当时所谓
“ 四夷

”
或 “ 四裔

” ,

无论在 《左传》 和 《国

语 》 中
,

都有夷分四类之义
,

都可以与 “
中国

”
或 “

华夏
”
对举

。

尤其值得注意的
,

是认为

夏与夷有主从之别
,

有尊卑之别
,

甚至有人兽之别了
。

那时人们对民族结构和民族关系的认

识
,

又进了一步
。

战国时
,

尊王攘夷从华夏诸侯的议事 日程上勾消了
。

攘夷的任务已大体完成
,

尊王的旗

号已被卑王的行动代替了
。

大国的诸侯不再关心 周天子的尊荣
,

而在追求普天下的一统了
。

以此为背景
,

在意识形态上
,

华夏和蛮夷戎狄构成一个完整的模式了
。

在春秋时
,

人们还不

曾把四夷和华夏明确地拼搭成东
、

西
、

南
、

北
、

中五位
。

《诗
·

大雅
·

民劳》 中说
: “ 惠此

中国
,

以绥四方
。 ” “ 中国

”
所指的是周室的京欲

, “ 四方 ” 所指的是华夏诸国
。

所以
,

同

诗又说
: “ 惠此京师

,

以绥四国
。 ” 到战国时

,

五行学说的发展服从于一统思想
,

蛮夷戎狄

和华夏被指派在五方各就各位了
。

《逸周书》 记录的族称
,

是从西周经春秋到战国以至秦汉的杂拌儿
。

它的 《伊 尹 朝 献

篇 》 所记族称和国名中
,

竟有汉代的楼烦
、

月氏之类
,

当然是荒唐的
。

它的 《职方篇》 所称
“ 四夷

、

八蛮
、

七闽
、

九貉
、

五戎
、

六狄
” ,

稍具条理
。

它的 《明堂篇 》 则体现了战国时才

有的思想
,

周室的明堂在中间
,

九夷的使者在东边
,

六戎的使者在西边
,

八蛮的 使 者 在 南

边
,

五狄的使者在北边
,

五位井然有序 了
。

说得比 《逸周书
·

明堂篇 》 更明确更简括的
,

是 《管子
·

王言篇 》 ,

其 中 说 到
: “

东

夷
、

西戎
、

南蛮
、

北狄
,

中国诸侯
。 ”

管子其人生于春秋
, 《管子》 其书则成于战国以后

。

还有比 《管子
·

王言篇》 具体的
,

是 《礼记
·

王制篇》 ,

其中说到
: “

东方日夷
,

被发

文身
” , “

南方曰蛮
,

雕题交趾
” ; “

西方日戎
,

被发衣皮
” ; “

北方曰狄
,

衣羽毛穴居
” 。

加上

中土的华夏
,

也就五位齐全了
。

这 《礼记
·

王制篇》 ,

从
“
雕题交趾

”
一类词语 去看

,

成书

不会早于战国
。

古时
,

不同族属的人们相互辨识
,

首先看服饰和发式
,

所以对民族特征的记

述总要涉及服饰和发式
。

华夏是有冠有带的
,

因此又被称为冠带之国
。

这套模式是抽象思维的产物
,

细节的真实往往在所不计
。

其实
,

边地也有华夏
,

中土也

有蛮夷戎狄
,

被忽略过去了
。

东南有吴和越
,

西南有巴和蜀
,

因为不便派定方位
,

就置若周

闻了
。

东 夷并不文身
,

而且与华夏同化较早
,

可是为了迁就方位
,

只好把吴
、

越和某些南蛮

的文身习俗派给东夷了
。

所有这些
,

都无关宏旨
。

重要的是
,

这样终于为实现统一而提供了

一个民族结构和民族关系的理想方案
。

二
、

华夏为蛮夷戎狄所化成

周人所谓华夏
,

除以周族为主体外
,

也包括虞
、

夏
、

殷三族的遗裔在内
。

《史记
·

陈祀世家 》 说
: “ 周武王克殷纷

,

乃复求舜后
,

得妨满
,

封之于陈
,

以奉帝舜

·

2



祀
。 ” “ 以禹之后

,

得东楼公
,

封之于祀
,

以奉夏后氏祀
。 ” 《史记

·

宋微子世家》 说
,

周公

平定了武庚的叛乱之后
,

封纷的庶兄微子开于宋
,

以奉商祀
。

此外
,

相传周武王还封了黄帝

的后人以及尧的后人
,

此说无从考实
,

碍难置信
。

虞族和夏族
,

从传说来看
,

前者居处偏东
,

后者居处偏西
,

前人多所考证
,

本文无需备

述
。

邹衡综理了有关的考古资料
,

认为夏文化的发祥地应在伊
、

洛
、

汝
、

颖地区
,

夏文化的

主要分布区是豫西
、

晋西南
、

豫东
,

立论较为坚实
。

他还注意到夏文化中瓤
、

爵
、

鸡彝
、

瓦

足皿等礼器来 自东方
,

可能体现了虞文化给予夏文化的影响
,

所论也颇有见地
。

(邹衡
: 《夏商

周考古学论文集》 ) 由此可知
,

孟子说的
“
舜

“

一东夷之人也
”

( 《孟子
·

离娄下 》 )
,

司

马迁说的
“
禹兴于西羌

” ( 《史记
·

六国年表》 )
,

都不是无稽之谈
。

殷族和周族
,

也是一东一西
。

殷族本出东夷
,

已成定论
。

直到商末
,

殷族与东夷非同寻

常的关系还显得他们是同源共祖的
。

《墨子
·

非命上》 引 《太誓》 说
: “ 封夷处

,

不肯事上

帝
、

鬼神
,

祸厥先神提不祀
。 ”

一
”
同书 《 非命中》 引 《太誓》 说

: “ 封夷之居
,

不肯事上

帝
,

弃阔其先神而不祀也
, ·

“ ” · ” 《左传
·

昭公二十年》 引 《太誓 》 则说
: “

封 有 亿 兆 夷

人
,

离心离德
。 妙

姜亮夫先生曾作 《夏殷民族考》 ( 《民族杂志》 第 1 卷第 1 1
、

12 期和第 2

卷第 1
、

2 期 )
,

论证 “
殷

”
字 由 “ 夷

”

字分化而来
,

不失为可采的一家之言
。

周族的戎狄

出身
,

是无可讳言的
。

只是在他们成为华夏之后
,

把戎狄出身的往事说得含蓄 了一些
,

并且

力图与夏族搭上一点关系
。

《国语
·

周语上 》 记祭公谋父说
: “ 昔我先王世后 程

,

以 服 事

虞
、

夏
。

夏之衰也
,

弃樱不务
,

我先王不度用失其官
,

而 自窜于戎狄之间
。 ”

周人的两大氏

族
,

一个姓姬
,

一个姓姜
。

姬姓是戎是狄
,

尚难确断
,

可能是狄之近于戎者
。

姜姓是羌
,

无

疑属戎
。

章炳麟 《检论
·

序种姓 》 曾指出
: “ 羌者

,

姜也 ” ,

到春秋时
,

还有姬姓之戎和姜

姓之戎
,

周王和晋侯还都 曾与狄人通婚
,

也说明周族本出戎狄
。

后翟之母
,

古公宜父之妻
,

以及太王之妻
,

都姓姜
。

姬
、

姜两姓以累代联姻为纽带
,

结成了

一个
一

草立于戎狄之 中的部落联盟
。

在太王时
,

周人发展了农业
,

营建 了居室和城郭
。

因受到

其他戎狄的攻击而南迁
,

就从戎狄中分化 出来了
。

后来
,

周族 向商朝靠拢
,

更多地受到了先进

文化的熏陶
。

王季之妻和文王之妻
,

都是从商朝迎娶来的
,

但不是殷人
。

前者姓任
,

见《诗
·

大雅
·

大明》 , 后者姓拟
,

见 《诗
·

大雅
·

思齐》
。

看来
,

她们都是服属于商朝的夏人
。

这

种通婚关系以及同时发展起来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交流关系
,

是夏
、

殷
、

周三族汇合成为华

夏的噶矢
。

及至周灭了商
,

又封了虞
、

夏
、

殷的遗裔
,

华夏就算粗具规模了
。

春秋时
,

夷人

逐渐华夏化了
,

若干戎狄部落进入中原之后也华夏化了
。

战国时
,

南方的楚国把许多渡人
、

蛮人
、

吴人
、

越人也带进了华夏的行列
。

于是
,

从族源来看
,

在华 夏 中间
,

蛮
、

夷
、

戎
、

狄就一应俱全了
。

虞
、

夏
、

商
、

周
,

后起者的文化对先行者的文化总是既有因袭
、

又有变革
。

夏文化对虞

文化的因袭和变革
,

限于资料不足
,

除了上文说到的某些礼器可能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之外
,

很难指实
。

商文化对夏文化的因袭和变革
,

虽还不甚了然
,

但总算有些眉 目了
。

二里头文化

究竟属于夏文化还是先商文化或早商文化
,

考古学界迄今尚无定论
,

这倒正好说明了商文化

对夏文化是既有因袭
,

又有变革的
。

后来周文化对商文化
,

也不出因袭和变革之两途
。

周朝分封在中原巡北的姬姓
、

姜姓诸侯
,

统辖着许多殷人和戎人
、

狄人
、

夷人
。

殷人在

东夏的姬姓国家中较多
,

如 《左传
·

定公四年 》 所记
:

封于少嫁之墟的鲁公有
“

殷民六族
” ,

封于殷虚的康叔有
“
殷民七族

” ,

他们对这些殷民都
“ 启以商政

,

疆以周 索
” 。 “

启 以 商



政
”
是因袭

,

借以抚绥殷民
; “ 疆以周索

”
是变革

,

借以安置周族的移民
,

并且推行周朝的

制度
。

北部靠近大夏和更在其东的姬姓国家
,

人 口的多数是戎狄
。

《左传
·

定公四年》 记封

于夏虚的唐叔有
“
怀姓九宗

” 。 “ 怀姓 ” 应如王国维所说
,

即狄人的魄姓
, “ 怀 ” 、 “ 魄 ”

二字音近互假
。

唐叔对怀姓九宗 “ 启以夏政
,

疆以戎索
” 。

真正的夏政是什么样子的
? 那时

的周人想必也心中无数了
。

所谓夏政和戎索
,

其实就是戎狄的习俗和法度
。

夏政和戎索相提

并论
,

正好表明夏本来就是戎
。

(按
:

先秦和秦初的
“
大夏

” ,

约在今山西的中部和北部
。

秦 《琅呀台刻石》 有 “ 北过大夏
”
句

。

明说大夏在北方
。

春秋时
,

大夏为白 狄 之 地
。

《史

记
·

封禅书》 记齐桓公 自述
,

有 “ 西伐大夏
”

等语
; 《国语

·

齐语》 记齐桓公霸业
,

有 “ 西

征攘 白狄之地
”
等语

。

两相参照
,

可知当时大夏即白狄之地
。

) 晋国起初并不大
,

靠着征服

戎狄才展拓了疆土
、

充实了国力
。

《左传
·

宣公十五年 》 记
: “

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
,

亦赏士

伯以瓜衍之县
,
曰

: `

吾获狄土
,

子之功也
。 ”

一 ” ,

狄巨即狄奴
,

一赐千室
,

可见晋国的狄

奴是很多的
。

狄人变成了晋人的奴隶
,

狄土变成了晋人的县邑
。

北燕境内的戎狄
,

就其人 口

比例而言
,

大概不在晋国之下
,

以致姬姓的燕王竟 自称
“ 寡人蛮夷僻处

” 了 ( 《 史记
·

张仪

列传 》 )
。

齐国境内则是夷人居多
。

《史记
·

齐太公世家 》 记
: “ 太公至国

,

修 政
,

因 其

俗
,

简其礼
, ·

“ “
· ” “ 因 ”

就是因袭
, “

简
” 则是变革

。

综上所述
,

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
。

从蛮夷戎狄方面去看
,

华夏是在它

们 自身社会发展速度不同而发生的异化过程中出生的
。

从华夏方面去看
,

它是在蛮夷戎狄的

某些部分因社会发展阶段相近和彼此频繁交往而发生的同化过程 中合成的
。

无论从血统上来

说
,

从文化上来说
,

华夏都是蛮夷戎狄共同创造的
。

由此
,

也可以说
,

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

缔造的
。

三
、

先秦区分夷夏的标准

由于华夏是蛮夷戎狄的先进部分合流而成的
,

因此区分夏与夷的标准首先就是文化的高

低
,

其次才是族类的同异
。

顾颇刚先生 《九州之戎与戎禹》 一文认为
: “ 夫戎与华本出一家

,

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权

与否乃析分为二
。 ”

( 《古史辨》 第七册下 ) 这个论点
,

在此文发表的时候无疑 是 创 见 卓

识
,

而今天看来则未尽妥善
。

在后来写作的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 民 族》 一 文 中
,

顾

颇刚先生指出
: “ 姬

、

姜诸姓本出于戎
。

自从周武王克殷之后
,

其接受东方文化的已号为华

夏
,

其接受的程度缓慢的则还是戎狄
, ·

一
” 《社会科学战线》 1 9 8 0年第 1 期 ) 这个判断

,

是相当正确的
。

由于文化标准居首位
,

就必然会发生因文化的夷化而降为夷的事
,

以及因文化 的夏化而

升为夏的事
。

祀是夏族之后
。

《国语
·

周语下 》 说
: “

有夏虽衰
,

祀
、

都犹在
。 ”

然而
,

正是这个似乎应

该被奉为夏的正宗的祀
,

在春秋时因靠近夷人而采用了夷礼
,

于是被贬为夷了
。

《左传
·

嘻

公二十三年》 断然判定
: “

祀
,

夷也
。 ” 《左传

·

襄公二十九年》 有这样的说明
: “ 祀

,

夏

余也
,

而 即东夷
。 ”

周代的一些国家
,

公族和多数臣民不是一个民族
。

如果公族人了夷乡
,

随 了 夷 俗
,

那

么
,

纵然是姬姓的也难免被贬为夷
。

吴国的公族是周室的子弟太伯
、

虞仲的后人
,

可是接受

了当地吴越民族的生活习惯
,

如 《吴越春秋 》 卷上记吴王寿梦说
: “ 孤在夷蛮

,

徒以椎髻为



俗
。 ” 因此

,

吴被视为夷狄
。

《谷梁传
·

哀公十三年》 说
: “

吴
,

夷狄之国也
。 ”

上述两个实例
,

都是本出于夏
,

因夷化而降为夷的
。

也有相反的实例
,

即本出于夷
,

因

夏化而升为夏了
,

如凤姓诸国
。

《左传
·

嘻公二十一年》 记
: “

任
、

宿
、

须句
、

颖臾
,

风姓也
,

实司太埠与有济之祀
,

以服事诸夏
。 ”

可见
,

它们都是靠拢夏的夷
。

须句与鲁通婚
,

鲁嘻公之母就是 须 句 人
,

姓

风
, 《左传》 称之为

“ 成风
” 。

须句被郭灭掉了
,

成风对嬉公说
: “

蛮夷猾夏
,

周祸也
。 ”

成凤的话
,

分明是把须句视为夏了
。

族类标谁仅次于文化标准
。

《左传
·

襄公十四年》 记戎子驹支说
: “ 我诸戎饮食

、

衣服

不与华同
,

蛰 币不通
,

言语不达
, “

一
”
他举出了习俗

、

制度
、

语言三者
,

作为体现民族特

征的要素
。

《吕氏春秋
·

知化篇》 记伍员说
: “

夫齐之与吴也
,

习俗不同
,

言语不通
, “

一
;

夫吴之与越也
,

接土邻境
,

壤交通属
,

习俗同
,

言语通
, “

一
”
他只举出习俗

、

语言二者
,

作为体现民族特征的要素
。

《 吕氏春秋
·

为欲篇 》 说
: “ 蛮夷反舌

、

殊俗
、

异习之国
,

其衣

服冠带
、

宫室居处
、

舟车器械
、

声色滋味皆异
,

其为欲一 也
。 ” 这里举出的可以体现民族特

征的方面就多了
,

然而概括起来
,

还是只有习俗
、

语言两个要素
。

这个习俗
,

内 容 比 较 广

泛
,

几乎把全部物质文明都包纳进去了
。

由此可知
,

当时按族类的标准来区分夏和夷
,

是把

物质文明的高和低也考虑在内的
。

文化和族类
,

两个标谁是交错着的
。

四
、

楚人在先秦民族结构中的地位

一个夷
,

一个夏
,

似乎非此即彼
,

把先秦的族类都囊括无遗了
。

其实不尽然
。

有个楚
,

在春秋以前
,

任你给它戴上夷的帽子或夏的帽子
,

都能将就
,

但又都不大合适
。

试看文献关于楚人族属的记载
。

《国语》 把楚人视为夷
,

例如
: 《 鲁语下 》 记鲁襄公欲以楚师伐季武子

,

荣成伯说
“
君

以蛮夷伐之
, ”
一

” ; 《晋语六》 记郡陵之战
,

范文子不欲战
,

奕武子说这是
“
违蛮夷

妙 ;

《晋语八》 记弧兵之盟
,

叔 向说
“

楚为荆蛮
” ; 《吴语 》 记黄池之会

,

董褐说吴王学楚王膺

号是
“
况蛮荆

” ; 《楚语下 》 记王孙围论楚宝说
, “

若夫哗嚣之美
,

楚虽蛮夷
,

不能宝也
” 。

《公羊传 》 和 《 谷梁传 》 也把楚人视为夷
,

而尤以 《公羊传》 为甚
。

例如
: 《公羊传

·

禧公四年 》 说
: “

南夷与北狄交
,

中国不绝若线
” , “

南夷
” 明指楚

; 同书 《禧公二十一年 》

引宋公子 目夷的话
,

说
“ 楚

,

夷国也” 。

《左传》 对楚人的族属采取有保留的中立态度
,

它对楚人有褒有贬
,

而不在是夷是夏的

问题上说出明确的意见来
。

《文公十六年》 记
“
群蛮

”
叛楚

, “ 百蹼
”

伐楚
,

显然表示楚人

与蛮
、

蹼有别
。

《成公九年》 说楚冠是 “
南冠

” ,

楚音是
“

南音
” ,

而不 说 是
“ 蛮 冠

” 、

“
蛮音

” 或 “ 夷冠
” 、 “

夷音
” 。

《昭公二十三年 》 记楚的沈尹戍说
, “

古者
,

天子守在四

夷
” ,

言下之意楚人当然不是夷
。

《定公四年 》 记 申包青对秦人说
,

吴是
“
封泵

、

长蛇
”
般

的 “ 夷
” ,

而称楚为
“
上国

” 。
《哀公十七年 》 记子毅说楚武王

“ 大启群蛮
” ,

显然认为楚

人不是蛮
。

同样记郡陵之战
, 《国语》 记的是奕武子说

“

违蛮夷
” , 《左传》 说是 “ 辟楚 ” 。

同样

记子囊为恭王谋溢
, 《左传》 记子囊的话

,

有
“
抚有蛮夷

”
一句

, 《国语 》 记子囊的话
,

前

言后语都有
,

偏偏少了
“ 抚有蛮夷

”
这一句

,

同样记齐桓公以诸侯之师伐蔡 侵 楚
, 《公 羊

传》 说楚人是
“
南夷

” , 《左传》 不说楚人是
“
南夷

” ,

反而记了楚王派人对齐人说
, “

君



处北海
,

寡人处南海
,

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

… … ” 同样记宋公子 目夷的话
, 《公羊传 》 有

“
楚

,

夷国也
” 一句

, 《 左传 》 偏偏没有这一句
。

两相比较
,

可以看出
,

在楚人的族属问题

上
, 《国语》

、

《谷梁传》 和 《公羊传》 冠以 “
蛮夷

”
称谓

, 《左传 》 则无此称谓
。

或许可以做这样的猜测
,

即 《左传》 出 自楚人之手
,

或 曾由楚人篡改
。

然而
,

这样 的猜

测缺乏佐证
,

难以成立
。

孔子总不是楚人吧
,

但孔子就没有把楚人视为夷
。

《史记
·

孔子世

家》 记楚昭王派人聘孔子
,

孔子欣然而去了
。

众所周知
,

孔子说过
: “

夷狄之有君
,

不如诸

夏之亡也
。 ” ( 《论语

·

八情》 ) 他对楚昭王赞誉有加
,

说是
: “

楚昭王知大道矣
。

其不失

国也
,

宜哉 ! ” ( 《左传
·

哀公六年 》 ) 假使他把楚人视为夷
,

就不会说出这等话来了
。

秦汉时代的人对楚人的族属也不是没有疑问的
。

司马迁是把楚人视为夷的
。

《史记
·

天

宫书》 说
: “

秦
、

楚
、

吴
、

越
、

夷狄也
。 ” 《史记

·

楚世家》 说
,

有两个楚君都曾自称
“ 我蛮

夷也
” 。

韩婴显然倾向于把楚人视为夏
。

《韩诗外传》 卷 8 记越使者称楚为
“ 上国 ” ,

而楚

使者则说越是
“ 夷狄 ” 。

最妙的是董仲舒
,

他虽认为楚人是夷
,

但又认为夷与夏可以迅速易

位
。

《春秋繁露
·

竹林篇》 说
: “ 晋变而为夷狄

,

楚变而为君子
。 ” 这

,

大概是由于他坚持

以道义作为区分夏与夷的标 准的缘故吧 !

近人大抵以楚人为夷
。

如齐思和先生 《战国 $ll 度考》 一文中说
: “ 秦

、

楚
、

燕三国
,

皆

边疆民族
,

春秋时之蛮夷
, ~

·

… ” “ 当春秋之世
,

惟夏夷之君如吴
、

越
、

楚 诸 国 称 王
。 ”

(齐著 《中国史探研》 ) 但也有说楚人不是真正的夷的
,

那就是童书业先生
,

他在 《春秋左

传研究》 一书中说
: “

楚本中原之族
,

并非真正
`

夷狄
’ 。

以楚为
`

蛮夷
’ ,

周及诸夏贵族之宣

传
,

并不确当
。

(至楚人自称
`

蛮夷
’ ,

则以其所在地本
`

荆蛮
’

区域之 故
。

) ”

一孔 子 曾 适

楚
,

欲行其道
,

可见即在低级贵族出身之孔子观之
,

戎狄与楚亦 自有不同也
” 。

看来
,

笼统而简单地宣布楚人属于华夏或蛮夷戎狄
,

显然都难以服人
。

上述对楚人族属的不同态度
,

是因为对楚人的族源有着不同的认识
,

说得明确一点
,

是

因为对传说中楚人先世祝融集团为夏为夷作了不同的判断
。

楚人深信 自己是祝融的后 裔
,

假

使这祝融集团是华夏的先民
,

或蛮夷戎狄的先民
,

那就好办 了
。

可是商末周初以前这祝融集团

既不是华夏的先民
,

一

也不是蛮夷戎狄的先民
,

麻烦就是由此发生的
。

商末周初以前
,

华夏的先民是虞
、

夏
、

殷
、

周四族
。

那时
,

祝融集团和它的后裔是不是虞

族
、

或夏族
、

或殷族
、

或周族呢 ? 都不是
。

在这四族 中
,

任何一族都不把祝融集团和它的后

裔看成是同族人
。

那么
,

能不能说祝融集团和它的后裔就是蛮夷戎狄的先民呢 ? 不能
。

其中

的道理
,

要分两个时期来说
。

第一个时期
,

虞末夏初以前
,

与华夏的先民敌对的主要是九黎

和三苗
,

祝融集团既不是九黎
,

也不是三苗
。

《国语
·

楚语下 》 记观射父对楚昭王说
:

由于

“
九黎乱德

” , “
民神杂揉

” 、 “ 撷项 ” “ 命南正重司夭以属神
,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

使

复旧常
,

无相侵读
,

·

”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

尧复育重
、

黎之后不忘旧者
,

使 复 典 之
,

~

一
” 这黎

,

据 《 史记
·

楚世家》 所记
,

即楚人先祖吴回之兄
。

可见
,

当时楚人是靠拢华夏

的先民而对抗被视为蛮夷戎狄先民的九黎和三苗的
。

第二个时期
,

夏
、

商两代
,

祝融集团的

后裔仍处在特殊的地位上
。

《史记
·

楚世家》 说
,

他们 “ 或在中国
,

或在蛮夷
” 。

这里有必

要指出
, 《史记

·

秦本纪》 说秦人的先祖费昌的子孙 也是
“ 或在中国

,

或在夷狄
” ,

但秦人

最初实为夷
,

尔后徙入戎
,

终于化为夏
,

线索分明
,

与楚人的先民从神话时代起就夹在华夏

的先民与蛮夷戎狄的先民中间是不同的
。

《国语》 虽歧视楚人
,

但它的 《郑语 》 记 史 伯 的

话
,

持论倒是比较公允的
。

史伯说
: “ 夫黎为高辛氏火正

,

以淳耀敦大
,

天明地德
,

光照四



海
,

故命之曰
`

祝融
’ ,

其功大矣
。 ” 史伯认为

: “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
,

其子孙 未 尝 不 章
,

虞
、

夏
、

商
、

周是也
。 ”

因此
,

他预言祝融的后裔举姓楚人
“
其必兴矣

” 。 “ 或在中国
,

或

在蛮夷
” ,

恰好说明楚人的先民与华夏的先民以及蛮夷戎狄的先民都是又有区别
、

又有联系

的
。

到了周代
,

祝融集团的后裔还是那样
。

据史伯说
: “ 秃姓舟人

,

则周灭之矣
。

坛姓郡
、

邻
、

路
、

福阳
,

曹姓邹
、

营
,

皆为采
、

卫
,

或在王室
,

或在夷狄
, “

一
”

韦 昭 注
: “

在 王

室
,

苏子
、

温子也 ;
在夷狄

,

营
、

福阳也
。 ” 韦昭注只是举例而言之

,

并不全 面
。

坛 姓 的
“ 会卜” 或作 “

桧
” ,

地在河
、

伊之间
,

应是 “ 或在王室
” 的一类

, 《诗经 》 有 《桧 风 》 四

首
。

至于郡
、

路
、

福阳
、

邹 (乐卜)
、

营
、

则都属于
“ 或在夷狄

”
的一类

,

但 《左传》 杜预注

是把福阳视为在中国的
。

楚人在商末周初的地位
,

象外国寓言中的蝙蝠
,

鸟类把它看成是兽类
,

兽类把它看成是

鸟类
。

商末
,

楚的酋 民是弯熊
,

或称为
“
瓷子

” 。

《史记
·

周本纪 》 说
,

周文王时
,

有
“
瓷

子
” “ 往归之

。 ” 1 9 7 7年 出土的周原甲骨
“ 卜甲八十三号

”
记有

“ 日今秋楚子来告
·

“ …
” 。

可 以证实商末周初楚人与周人的联系
。

《史记
·

楚世家》 记
: “ 周成王

·

“ …举文
、

武勤劳之

后嗣
,

而封熊绎于楚蛮
, · “ “

·

” 熊绎
,

是背熊曾孙
。

这里应注意 “
楚蛮

”
二字

。

《史记
·

楚

世家》 又记熊通说
: “ 成王举我先公

,

乃以子男田令居楚
,

蛮夷皆率服
。 ” 这里应注意 “

令

居楚
”

三字和
“
蛮夷皆率服

”
五字

。

楚人本是荆人的一支
,

以楚为号
,

大概是周天子封的
,

所以后来荆
、

楚二字就混用了
。

楚地有蛮夷
,

楚人一去
, “

蛮夷皆率服
” 了

,

这说明楚人 自

己不是蛮夷
。

至于熊通和他的先人熊渠都曾说
“ 我蛮夷也

” ,

应是受周人歧视而发的愤激之

辞
。

还有 《国语》 所记王孙困说的
“
楚虽蛮夷

” ,

这 “ 虽
”
字是 “ 即使

”
之意

,

是假定语气
。

今人探讨楚人的族源
,

有东来说
,

有西来说
,

有南来说
,

有北来说
,

真正四方齐备
。

如

按族类而言
,

则不外于华夏说
、

蛮夷说两端
。

造成如此纷乱的局面的根子
,

是没有注意到楚

人在先秦的民族结构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

不是把他们划在夏的圈子里
,

就是把他们划在夷的

圈子里
,

结果都凿了空
。

其实
,

楚人就是楚人
,

立乎东西南北之中
,

介乎华夏
、

蛮夷之间
,

可以说是非夏非夷
。

从周初起
,

楚人逐渐与华夏同化 了
,

因此
,

后来楚人的文化与中原华夏主体的文化有同

有异
。

这异
,

是由民族特色转化而来的地方特色
。

春秋时
,

华夏往往把楚人当作蛮夷
,

而蛮

夷则往往把楚人当作华夏
。

由此也可以说
,

楚人是亦夏亦夷
。

西周时楚人的文化面貌
,

至今在考古学上还是一个谜
。

原因在于
:

第一
,

肯定有许多遗

址和遗物尚未发现
;
第二

,

当时的楚人在文化上正由受商文化的影响转为受周文化和蛮夷文

化的影响
,

不 易鉴别
。

岂但楚如此
,

与楚相距不很远的姜姓申
、

吕
,

当时的文化面貌也何尝

清楚了
。

春秋时楚人的文化面貌
,

主要的方面可以说是清楚了
。

郭德维 《 江陵楚墓论述 》 一

文 ( 《考古学报》 1 9 8 2年第 2 期 )
,

对此有较为细致的说明
。

大致可以说
,

从春秋中期甚至

春秋晚期起
,

楚人的文化特色才正式形成
。

那时的楚人
,

已经是包容着大量南方蛮夷成分的

华夏了
; 那时楚人的文化

,

已经是华夏文化中带有南方蛮夷文化特色的一支了
。

那时的中原华

夏诸国
,

往往囿于成见
,

还不大乐意或大不乐意把楚人当作华夏
。

后来 《左传 》 的作者
,

是

不大乐意的
, 《国语 》 的作者

,

是大不乐意的
。

也有乐意的
,

那就是孔子了
。

《国语 》 里唯

一说出了真相的就是史伯其人
,

他说
: “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

:

伯霜
、

仲雪
、

叔熊
、

季 llb
。

叔熊逃难于蹼而蛮
,

季圳是立 , … … ” 所谓 “ 逃难于蹼而蛮 ” ,

说明两点
:

第一
,

蹼属于广



义的蛮
;
第二

,

叔熊这个楚人本不是蛮
,

他在逃难到蹼地以后才从了蛮俗
。

史伯又说
: “

蛮

举矣
,

唯荆实有昭德
。 ” 所谓

“

蛮伞
” ,

应从韦昭注
, “ 谓叔熊在蹼从蛮俗

” 。

按
,

熊严
、

熊霜
、

熊 gllI 生当西周末期
。

由此可见
,

在史伯看来
,

不但楚人的先祖祝融
“
其功大矣

” ,

可

与虞
、

夏
、

商
、

周的先人媲美
,

而且西周末期 的楚人不是蛮夷
。

其实
,

要说 “
共功大矣

” ,

倒不在传说中的祝融之世
,

而在入周为楚之后
,

尤其是在春

秋战国之世
。

这个课题
,

已越出本文的题 旨
,

不便详说了
。

楚人在先秦民族结构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

以及楚人 由非夏非夷进到亦夏亦夷的历程
,

也

说明后来称为汉族的华夏不但是当今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创造出来的
,

而且是他们 发 展 起 来

的
。

五
、

先秦民族思想浅析

蛮
、

夷
、

戎
、

狄这四个字
,

最初没有贬义
。

夷字和戎字无贬义是众所周知的
,

要做些说

明的是狄字和蛮字
。

狄字有犬旁
,

蛮字有虫旁
,

似乎本来就是蔑称
。

其实不然
。

金文狄字之所以有犬旁
,

据我看是因为狄人普遍有蓄犬
、

使犬的习俗
。

《晏子春秋》 提

供了一个证据
,

该书 《内篇
·

谏下》 说
: “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犬也
,

多者十有 余
,

寡 者 五

六
。 ” 上文曾指出

,

古人区分族类的依据之一是习俗
。

直到清代
,

还把北方有的 民 族 称 为
“ 使犬部

” ,

以与
“ 使马部

” 、 “ 使鹿部
”

相区别
,

没有什么贬义
。

由此可以推知
,

先秦所

谓狄
,

义与
“ 使犬部

”

相类
,

同样没有贬义
。

再者
,

狄字常写作音同的翟字
,

而翟字是绝无

贬义可言的
。

况 且
,

上古人对犬的观感
,

比之于现代人对犬的观感
,

好得多了
。

蛮字
,

在金文里没有虫旁
,

说不上把人看成与爬虫同类
。

金文的蛮字
,

当中是言
,

两旁

是丝
。

前人释其义
,

有言语难晓一说
,

尚能成理
。

《诗
·

小雅
·

绵蛮》 咏
“ 绵 蛮 黄 鸟

’夕 ,

《孟子
·

滕文公上 》 记孟子说 “
南蛮鸵舌之人

” , 《吕氏春秋》 的 《为欲篇》 和 《功名篇》

都说过
“ 蛮夷反舌

” ,

可见先秦的华夏确实觉得南方一些民族的话难懂
。

上文曾指出
,

古人

区分族类的依据之二是语言
。

当时的华夏与夷
、

戎
、

狄交错分布
,

彼此交往较多
,

虽语言不

同
,

但不以为怪
;
与南方的一些民族则因为中间隔着楚

,

彼此交往不多
,

偶而同他们见面
,

听他们说话
,

竟不知所云
,

自然会引以为怪的
。

这
,

大概就是蛮之所以被称为蛮的缘故了
。

说对方语言难懂
,

象束丝那样绕来绕去
,

很难 说有什么贬义
。

至于华夏这个族称
,

却从来有褒义
。

《 尚书
·

顾命》 中
“ 华玉

,夕

与
“ 文贝

”

并称
,

可见

华即华彩之意
。

其他文献中的华字
,

除了族称
、

姓氏
、

地名之类
,

以及等于今天 的 花 字 之

外
,

几乎都有华彩之意
。

周人 自述先世与夏人有关系
,

他们用作族称的夏字
,

当即夏朝的夏

字
。

关于这夏字的初义
,

自古迄今
,

众说殊途
,

其中训高屋大殿一说或 较 近 实
。

《诗
·

秦

风
·

权舆 》 “ 于我乎夏屋渠渠
”
的夏屋

,

前人或解为大组
,

或解为大屋
。

赵翼的意见是可取

的
,

他指出
: “ 《楚辞

·

涉江篇》
`

曾不知夏之为丘
’ , 《招魂篇》

`

冬有突 夏
’ ,

又 《大 招

篇》
`

夏屋广大
,

沙堂秀只
’ ,

则屈原
、

宋玉已皆以夏屋为大屋
。

而必以大沮释诗之夏屋
,

毋

亦泥古注而好奇之过矣
。 ” ( 《陵余丛考 》 卷 2 , 《涉江篇》 误

,

应为 《哀郑篇 》 ) 河南堰

师二里头发现的一处大型宫殿基址
,

应是夏代后期的遗址
,

长方的殿堂东西长 3 0
.

4米
,

南北

宽 1 1
.

4米
,

还 有其他建筑相配
。

整个基址东西长约 1 08 米
,

南北宽约 1 00 来
,

台面高出当时地面

约 0
.

8米
,

夯上总量约达二万立方米
。

( 《河南堰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 报》 , 《考

古 》 1 9 7 4年第 4 期 ) 这样的建筑
,

出现在当时的中国
,

实在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屋了
。

由此
·

8
·



推想
,

所谓夏人似即住大屋的人
。

后来
,

就象 《 尚书
·

舜典 》 孔颖达疏说的
, “

夏训大也
”

了
。

《方言 》 卷 1 说
: “

自关而西
,

秦晋之间
,

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
,

谓之夏
。 ”

乐章称

夏
,

如 《九夏 》 ,

因为它是乐歌之大者
。

《 尚书
·

禹贡 》 中
“ 羽吠夏翟

”
的夏字

,

旧解以为

是五色或华彩之意
,

恐不确
,

我想还是训大
,

夏翟是特大的野鸡
。

总之
,

华夏从来就有褒义

是可以肯定的
。

自尊自大的华夏统治阶级
,

到春秋时
,

由于受到蛮夷戎狄的袭 击
,

以及 自己去征伐蛮夷

戎狄
,

滋长了民族歧视心理
,

蛮
、

夷
、

戎
、

狄这四个字就渐渐带上 了贬义
。

至于给蛮字添上

虫旁
,

则是后来的事
。

春秋时的民族思想
,

大致可分为如下三家
。

第一家
,

以管子为主要代表
,

盛行于春秋 中期
,

延续到春秋晚期
。

这一家的思想
,

是尊

王攘夷运动的结晶
,

尤其适合华夏大国的诸侯建树霸业的需要
。

他们的纲领性主张
,

是管子

说的
: “ 戎狄豺狼

,

不可厌也
; 诸夏亲暖

,

不可弃也
。 ” ( 《左传

·

阂公元年》 )

在这一家看来
,

夏与夷不但有主从之别
,

而且有尊卑之别
,

甚至还有人 兽之别
。

辱骂蛮

夷戎狄的话
,

几乎都出 自他们之「l
,

例如
: “

翟
,

封泵
、

豺狼也
” ( 《国语

·

周语中》 ) ,

“

夫戎狄
·

“ …若禽兽焉
”

(同上 ) , “
劳师于戎

,

而失诸华
,

虽有功
,

犹得兽而失人也
”

(《国

语
·

晋语七 》 ) ; “

戎狄无亲而贪
” ( 《左传

·

襄公四年 》 ) ; “ 戎
、

禽兽也
”

( 同上 )
。

那时

的蛮夷戎狄
,

多数虽在边裔
,

但也有少数与华夏交错分布在中原
。

就象后来王 夫 之 说 的
:

《春秋》 所书戎狄
,

皆非塞外荒远控弦食肉之族也
,

其所居横亘交午于中国之 溪 山 林 谷
,

( 《读通鉴论》 卷 1 2) 为了攘夷
,

华夏的思想家设计了一个理想 的民族分布模式
。

按

照这个模式
,

正中自然是王歌
,

其外围是华夏诸侯
,

又外围则是
“
蛮夷要服

,

戎翟荒服
” ,

“ 要服者贡
,

荒服者王
”

( 《国语
·

周语上》 )
。

春秋中期以前
,

戎狄的威胁比蛮夷大
,

所

以把戎狄摆得远些
,

名之日荒服
,

蛮夷则不妨摆得稍近些
,

名之日要服
。

同样为了攘夷
,

华

夏的思想家又虚构出蛮夷戎狄的起源
。

说他们都是惰民和罪犯
,

理应赶到边裔 去
,

这 就 是

《国语
·

周语上》 所记的
: “ 犹有散迁

、

解慢而著在刑辟
,

流在裔土
,

于是乎有蛮夷之国
,

有斧饿刀墨之民
。 ” 华夏的思想家还宣布

,

武力本来就是用以镇压蛮夷戎狄的
,

如 《国语
·

周语中》 说
: “

德以柔中国
,

刑以威四夷
。 ” 这时

,

华夏之人已经把自己的蛮夷戎狄出身忘

得一干二净了
。

第二家
,

以孔子为主要代表
,

兴起于春秋晚期
。

这一家的思想
,

是在中原地区尊王攘夷

的任务大体告成之后
,

力图保持民族关系的既成格局
,

尤其适合华夏小国的贵族 对 外 务 相

安
、

对内务自保的需要
。

他们的纲领性主张
,

是孔子说的
: “ 裔不谋夏

,

夷不乱华
。 ” (《左

传
·

定公十年》 )

在这一家看来
,

夏与夷虽有主从之别和尊卑之别
,

但并无人兽之别
。

这一 点
,

应 是 从
“ 仁 ” 的思想出发的

。

孔子说过
: “

夷狄之有君
,

不如 诸夏之亡也
。 ”

( 《论语
·

八偷》 )

但他也发过牢骚
,

说是
“ 欲居九夷

” ,

有人问他
: “ 陋

,

如之何 ? ”
他说

: 书君子居之
,

何

陋之有 ?
”

( 《论语
·

子罕》 ) 可见
,

他把小人君子之别看得比夷夏之别更重
。

孔子并不认

为蛮夷戎狄是一无足取的
,

他听说郊子知道一些他闻所未闻的史事
,

就
“ 见于郊子而学之

,

既而告人日
: `

吾闻之
,

天子失官
,

官学在四夷
,

犹信
。 ’ ” ( 《左传

·

昭公十七年》 ) 叔向

说过
: “ 诸侯亲之

,

戎狄怀之
。 ” ( 《国语

·

晋语八》 ) 叔向的主张
,

确切地表达了以孔子

为主要代表的这一家的思想
。

孔子并不反对攘夷
,

他曾赞扬攘夷有功的管仲说
: “

微管仲
,



吾其被发左社矣
。 ” (《论语

·

宪问》 )但孔子侧重于
“
怀

” ,

与管子侧重于
“ 威 ” 是多少

有些区别的
。

《左传
·

禧公十年》 说
: “

神不欲非类
,

民不祀异族
。 ”

同书 《嘻公三 十一 年》 说
:

“
鬼神非其族类不欲其祀

。 ” 同书 《成公四年》 说
: “

非我族类
,

其心必异
。 ” 这种思想

,

是以上两家共有的
。

(按
:

当时所谓族类
,

有三层涵义
,

一是民族
,

二是同一民族中的不同

支系
,

三是氏族
。

)

第三家
,

以楚国的君臣为代表
,

在楚庄王至楚共王时形成
。

这一家的思想
,

以楚人介乎

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特殊地位为背景
,

切合楚国推行扩张政策的需要
。

他们的 纲 领 性 主

张
,

是 子囊说的
: “ 抚有蛮夷

, ”

一以属诸夏
。 ”

( 《左传
·

襄公十 三 年》 , “ 以 属 ” ,

《国语
·

楚语上》 作 “ 训及 ” )

春秋早期
,

在华夏诸国看来
,

楚人的地位与蛮夷相去无几
。

楚君既受歧视
,

就扬言
“ 我

蛮夷也
” ,

不听周天子的号令
,

而独行其是
,

向东
、

向北伸张其势力
。

春秋中期
,

楚与晋逐

鹿中原
,

兵锋所向
,

诸夏震栗
。

这时
,

楚人的地位已有所提高
,

至少在诸侯的盟会中不再被

公开当作蛮夷看待了
。

楚庄王为 了在 中原站稳脚跟
,

必须改善 自己的形象
,

就不再声称
“ 我

蛮夷也
” ,

虽还不便说
“ 我华夏也

” ,

但他在加紧扩张的同时
,

已学着先行的齐桓公和晋文

公的榜样
,

对周天子表示必要的尊崇
,

对华夏诸国显示必要的礼数
。

楚庄王这个霸主
,

与齐

桓公
、

晋文公等不同
,

他并不攘夷
,

但也不攘夏
,

他是用 “
威

” 、 “ 怀 ” 两手
,

要使夷和夏

都率服的
。

后来楚共王死后子囊说的
“ 抚有蛮夷

” 和 “ 以属诸夏
” ,

相 当准确地概括了楚国

君臣当时的思想和行动
。

与管子
、

孔 子这两家相比
,

楚国这一家的思想和行动最切合社会发

展
、

民族融合
、

中国统一的需要
,

最进步
,

所以楚国疆域的扩大
,

财富的增 植
,

政 局 的稳

定
,

兵势的强盛
,

都是他国所不能及的
。

这种就当时来说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
,

与楚人在民

族结构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

当然是分不开的
。

到了春秋晚期
,

楚国受到吴这个蛮夷之邦的巨大威胁
,

加上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华夏更为

靠拢
,

就不再采取超乎华夏与蛮夷戎狄之上的态度
,

而改为与华夏认同
,

以至 自封 为 上 国

了
。

《左传
·

昭公二十三年》 记囊瓦为备吴而城邹
,

沈尹戍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

他说
: “ 苟

不能卫
,

城无益也
。

古者
,

天子守在四夷
; 天子卑

,

守在诸侯
。

诸侯守在四邻
;
诸侯卑

,

守

在四竟
。 ”

一今吴是惧
,

而城于邹
,

守已小矣
。

卑之不获
,

能无亡乎? ”
沈尹戍的话

,

可以

证明那时的楚人已俨然以华夏 自居了
。

春秋
、

战国之际
,

社会生产获得了明显的进步
,

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

变革
。

与此同时
,

中原的蛮夷戎狄多数己与华夏同化
,

边裔的蛮夷戎狄在经济和文化上也逐

渐与华夏靠近
。

战国时
,

由于要求统一的愿望与 日俱增
,

先进的华夏思想家摒弃了春秋中期盛

极一时的某些偏见
,

发表了若干关于民族关系的颇有新意的议论
。

《中庸
·

第三十一章》 说
: “

舟车所至
,

人力所通
,

天之所覆
,

地之所载
,

日月所照
,

霜露所队
,

凡有血气者
,

莫不尊亲
,

… … ” 这些语句包含的思想
,

突破 了春秋时贱夷贵夏的

偏见的藩篱
, 《逸周书

·

大 子晋篇》 说
: “

善至于四海
,
日天子

;
达于四荒乡 日天王 ; 四荒

至
,

莫有怨誓
,

乃登为帝
。 ”

这一篇
,

从思想和语言来看
,

分明是战国时的作品
。

春秋时的

华夏思想家
,

认为蛮夷戎狄是不可厌的
,

是必须攘的
。

战国时的华夏思想家
,

则越来越多地

倾向于以华夏为中心
,

把蛮夷戎狄兼容并包了
。

《 吕氏春秋
·

功名篇》 说
: “

善为君者
,

蛮

夷反舌
、

殊俗
、

异 习皆服之
,

德厚也
。 ”

还有比这更深刻
、

更透彻的见解
,

那就是 《孟子
·



离娄下》 说的
: “

舜生于诸冯
,

迁于负夏
,

卒于鸣条
,

东夷之人也
。

文王生于岐周
,

卒于毕

郧
,

西夷之人也
。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
,

世之相去也千有余岁
,

得志行乎中国
,

若合符节
。

先圣后圣
,

其睽一也
。 ” 这样的议论

,

如出现在春秋时
,

将使华夏之人骇怪不已
;
它出现在

战国时
,

也当得起石破天惊之誉
。

后世入主中原而仍被视为夷狄的少数民族君主
,

大抵会觉

得孟子的上述见解正合我意
。

清朝的君臣为了阐发
“ 满汉一家

”
的 “ 大义 ” ,

就曾援引孟子

的上述宏议作为论据
。

战国时上述创新的思想
,

可以从春秋时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脉
。

这前脉
,

不 在 管 子 那

里
,

不在孔子那里
,

而在楚国
。 “ 抚有蛮夷

” , “ 以属诸夏
”

— 甚至 “ 训及诸夏 ” ,

这不

正是要兼容而并包之吗 !

有一个原则
,

是战国时多数华夏思想家所信守不渝的
,

那就是只能用夏变夷
,

不可用夷

变夏
。

把这个原则说得最清楚的
,

还是孟子
。

《孟子
·

滕文公上 》 说
: “

吾闻用夏变夷者
,

未闻变于夷者也
。

… …吾闻出于幽谷
、

迁于乔木者
,

未闻下乔木而人于幽谷者
。 ” 孟子的意

思
,

主要是认为应由较低的文化水平提到较高的文化水平上去
,

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

这当然

是不错的
,

因为华夏正是蛮夷戎狄 自己培植起来的乔木
。

但孟 子的这番议论也有 偏 颇 的 一

面
,

因为蛮夷戎狄并非事事不如华夏
。

进至战国晚期
,

为了统一而在民族思想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
。

顾领刚先生曾

指出
,

当时已树立 了各民族共同的祖先— 黄帝
,

已规划了各民族共同的地域— 九州
。

本

文所要续貂的
,

是前头讲过的关于民族地域结构的模式— 以华夏为中心的五位
,

以及方才

讲到的关于民族政治联系的理想— 以华夏为主体的一统
。

六
、

余 论

《续汉书
·

郡国志》 注引 《帝王世纪 》 说
:

夏初有万国
,

商初有三千余国
,

周初有一千

七百七十三国
,

春秋有一千二百国
, “ 及至战国

,

存者十余
” ,

这些数字
,

只有战国的 “
十

余
”

是正确的
,

其余都不可置信
。

但这些数字由多到少的变化
,

却显示了历史的真实轨迹
。

秦朝削平群雄
,

包举宇内
,

初步完成了国数由传说的
“ 万 ” 到现实的

“ 一 ” 的演进过程
。

政治结构的变化
,

伴随着民族结构的变化
。

这民族结构的变化
,

就是仍被称为蛮夷戎狄

的少数民族
,

围绕着他们的先民化成的主体民族 华夏
,

继续各 自异化又相互同化
,

从而使华

夏所占的人 口比例遂渐增大
。

在异化又 同化的漫长道路上
,

自然会发生局部的曲折
,

一时的

悲剧
。

但就大的方面
、

总的趋向来看
,

毕竟在不断前进中
。

楚人把半壁河山丢给了秦人
,

然而
,

曾几何时
,

他们却从秦人手里夺来了一统天下
,

建

立 了汉朝
。

此后
,

楚人已成为其中主要成分的华夏就被称为汉人了
。

孟子曾说
: “

夏后
、

殷
、

周之盛
,

地未有过千里者也
。 ”

( 《孟子
·

公孙丑上 》 ) 这话

大玫不差
。

后来
,

唐代的狄仁杰说
: “

诗人矜薄伐于太原
,

美化行乎江汉
,

是则 前 代 之 远

裔
,

而国家之域中
。 ” ( 《全唐文 》 卷 1 6 9 ) 宋代的洪迈说

: “ 成周之世
,

中国之地 最 狭
。

以今地理考之
, “
一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 ” ( 《容斋随笔》 卷 5 ) 当代中国的版图—
中国所有兄弟民族共同的家园

。

假使略去某些出入不计
,

那就可以说是在汉代奠定的
。

西汉时成书的 《淮南子》 ,

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有积极意义的民族思想
。

《淮南子
·

时则训》 说的
“
五位

”
是

: “
东方之极

’夕
为

“

太腺
、

句芒之所司
” , “

南方之

极
”

为
“
赤帝

、

祝融之所司
” , “

中央之极
” 为 “

黄帝
、

后土之所 司
” 、 “ 西 方 之 极 ” 为



“ 少睬
、

葺收之所司
” , “

北方之极
”
为

“
领项

、

玄冥之所司 ” ,

各
“
万二千里

” 。

这是揉

合了现实
、

传说
、

神话
、

理想四者而构造的模式
。

所以十分规整
。

它所划的范 围
,

与当今中

国的疆域相比
,

出入已不大了
。

《淮南子
·

淑真训》 说
: “

夫天之所覆
,

地之所载
,

六合所包
,

阴阳所晌
,

雨露所濡
,

道德所扶
,

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
。

是故槐榆与橘抽合而为兄弟
,

有苗与三危通 [而 ] 为

一家
。

“
一是故 自其异者视之

,

肝胆胡越
;
自其同者视之

,

万物一圈也
。 ” 这 当然是理想

,

与汉代的实际不尽相符
,

但作者把 中国所有民族看成一家兄弟
,

却无疑是超迈前代的先进认

识
。

《淮南子
·

齐俗训》 说
: “

羌
、

氏
、

芡
、

翟
,

婴儿生皆同声
,

及其长也
,

虽重象狄提
,

不能通其言教
,

俗殊也
。

今令三月婴儿生而徙国
,

则不能知其故俗
。

由此观之
,

衣服
、

礼浴

者
,

非人之姓也
,

所受于外也
。 ” “

鲁国服儒者之礼
,

行孔子之术
,

地削名卑
,

不能亲近来

远
。

越王勾践翻发文身
,

无皮弃措易之服
,

拘罢拒折之容
,

然而胜夫差于五湖
。

南面而霸天

下
,

洒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
。

胡貉
、

匈奴之国
,

纵体施发
,

箕踞反言
,

而国不 亡者
,

未

必无礼也
。 ” 显然

,

作者认为
,

华夏与蛮夷戎狄不应有优劣
、

贵贱之分
,

华夏未必总是比蛮

夷戎狄高明
。

这个见识
,

又突破 了孟子所谓
“
未闻变于夷者也 ” 。

《淮南子》 的民族思想
,

在 中国古代犹如泰岳雄峙于齐鲁之野
。

在后世历经约两千年的

封建社会中
,

任何流派的民族思想都无以过之
。

《淮南子》 的作者
,

大抵生长在民族偏见向来较为淡薄的楚地
。

指出这一点来
,

作为背

景之一
,

不是没有必要的
。

人们容易变得健忘
。

时过境迁之后
,

往事如烟
,

尤其容易淡忘
。

《淮南子》 所继承和发

展的
,

是先秦民族思想中积极的成分 ; 而后世封建统治阶级所继承和发展的
,

却往往是先秦

民族思想中消极的成分
。

封建统治阶级的生存基础
,

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养成的狭隘胸襟和短

浅 目光
,

决定了他们必然斌有
、

甚至必然需要民族偏见
。

在他们之中
,

身为汉族而主宰着中

原的
,

就自诩为华夏苗裔
,

而歧视仍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
,

哪里还记得乃祖乃宗竟也

是蛮夷戎狄出身 ! 身为少数民族而入主了中原的
,

便讳言自己是蛮夷戎狄
,

而又歧视 自称为

华夏的汉族
,

当然也记不得华夏与乃祖乃宗竟有或多或少
、

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了
。

探明中国民族的源流
,

辨明它们的分合异同
,

阐明它们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

将有助于

肃清古代民族思想的糟粕留下来的影响
,

而使古代民族思想 中的精华为当今中国各民族的团

结和发展所 用
。


